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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交易的实践效果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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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种以产权理论和市场交易手段为核心的减排机制，碳排

放权交易对于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可。
在先期开展的七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之后，中国计划于 2017 年启动全
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者从碳排放权交易理论的发展历程、与征收碳
税的减碳机制比较、碳排放权交易的实施效果及其影响因素这四个维度，系
统归纳、梳理和评价了有关碳排放权交易的最新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关
于碳排放权交易领域未来可能拓展和细化的研究方向，以便为研究我国构建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节能减排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影响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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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一直被看作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 “副产品”，人类经济活动产生的
碳排放给人类生存环境和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在本质上是经济发展带来的

环境外部性问题，只有通过外部成本内部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从 1997
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到 2015 年末达成的《巴黎协定》，碳排放权交易 ( 简称碳
交易) 逐渐由理论走向实践，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流灵活机制之一。中
国政府从 2011 年开始推动碳交易市场的试点工作，全国性的碳市场也计划于 2017 年
全面启动。据预计，未来中国碳市场的交易量将取代欧盟，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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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的碳市场启动时间较晚，但如果能在国外经验基础上有效结合我国的实际情

况，就可以获得后发优势。因此，认真梳理总结碳交易的理论体系和发展现状，对我
国碳市场的构建大有裨益。

一、碳交易理论的发展历程

碳交易的理论基础最早可以追溯到 Coase的研究，根据科斯定理，经济活动产生
的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市场的契约安排来解决，只要明晰产权，就能够实现资源的最

优配置 ( Coase，1960) 。在此基础上，产权概念被 Dales 引入污染控制领域，污染排
放权交易 ( Emission-Trading Program) 的理论设计借此诞生。排放权被定义为在符合
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权利人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权利。在特定条件下，权利人将其进
行交易，这项权利便成为可交易的排放权 ( Tradable Permits) 。因此，排放权就是对
环境资源的限量使用权，其基本思想就是将环境视为一种商品，政府作为商品的所有

者，将既定量的污染排放权通过科学的分配方法分配到排放者手中，这些污染排放权

可以在排放者之间进行买卖，生产效率或减排成本较高的排放者可以从生产效率或减

排成本较低的排放者手中购买更多的排放权，依托排放权在交易市场中的交易，创造

出更多的经济产出 ( Montgomery，1972 ) 。通过发挥市场机制在环境资源配置中的积
极作用，鼓励环境主体通过市场信号做出行为决策，让污染减排的边际成本在排放者

之间趋于相等，就能够以总体减排成本最低的方式控制污染排放总量，从而实现帕累

托最优 ( Dales，1968) 。
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愈发严重，排放权交易理论在处理环境污染排

放的问题时在许多国家得以运用，美国国家环保局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首先将其应用到大气和河流污染源治理中，并随后在德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等
国家的污染排放问题中得到推广和发展，相继涌现出了诸如芝加哥气候交易所

( Chicago Climate Exchange，CCX )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体系 ( New South Wales
Greenhouse Gas Abatement Scheme，NSW GGAS) 和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 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EU ETS) 等以排放权交易理论为基础的交易市场。2009 年召
开的哥本哈根会议，促进了各国政府首选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多种温室气体的排放权交

易作为重要减排机制，其制度设计问题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2011 年，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深圳、广东、湖北七个省市从 2013 年开
始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三年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制度问题以及有所显现的初步

成效，为计划于 2017年启动的全国性碳交易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地区实践基础。

二、碳交易是否比其他减排机制更为有效?

由于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市场化的减排机制相比传统的收费罚款式行政监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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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约交易成本、促进减排技术创新、弱化政治阻力和调动经济主体积极性等方面具
有绝对优势 ( Sterner，2002; 安崇义、唐跃军，2012; Bai and Chen，2016 ) ，所以当
前学术界争论的重点并非市场化减排机制和行政监管手段的孰优孰劣，而是集中在对

两类市场化减排机制———碳税和碳交易机制———之间进行比较 ( Aldy et al. ，2010) 。
在信息完全且交易成本为零，并将价格或者排放上限确定在边际减排成本和边际

减排收益相等处时，这两种市场减排机制的政策效果应该是相同的 ( Coase，1960;
Weitzman，1974) 。但这种前提假设仅局限于理论层面的讨论，现实中两种减排机制
的成本和激励效果差异非常明显。在成本上，碳交易机制比碳税机制的信息成本更
低; 但在实施成本上，碳交易机制相较于碳税机制并不占据优势。从减排激励效果来
看，碳交易机制的有效性高于碳税 ( Stern，2007 ) 。虽然两种机制均可以通过改进净
化设备提高减排效率，以及更新生产设备提高生产效率来降低排放量 ( 安崇义、唐
跃军，2012) ，但碳税的征收会使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 ( Bai and Chen，2016 ) ，
排放企业可能会通过提高产品价格，将碳税带来的额外成本转嫁至消费者或产业链下

游生产者 ( 曾刚、万志宏，2009) ，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整体经济状况发生恶化 ( 高鹏
飞、陈文颖，2002) 。而在碳交易机制下，总排放配额一旦确定，无论排放企业采取
的是何种减排方式，减排目标的达成都可以得到有力保障 ( Keohane，2009) 。而且碳
交易对排放者企业的竞争力和创造力不仅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 Anger and
Obeindorfer，2008)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以钢铁企业为代表的污染密集型产业的
技术创新能力 ( Demailly and Quirion，2008) 。
可以看出，碳交易和碳税机制各有利弊，不同的经济主体应根据具体的减排目标

和国情设计具有差异性的减排政策，较为可行的方案是两种减排机制相互补充使用。
大量研究证明，碳交易和碳税这两种机制融合实施的减排效率和经济效率高于仅仅采

用单一机制所产生的效果 ( McKibbin and Wilcoxen，2002; Pizer，2002; Mandell，
2008; 石敏俊等，2013; 吴力波等，2014 ) 。但如何设计合理的融合机制，将二者结
合起来实施复合型减排政策工具，则成为更加重要且棘手的问题 ( Aldy et al. ，
2010) 。在减排政策推行的初始阶段，碳税机制因其低廉的实施成本而更容易被推
广，但随着减排政策逐步为大众和排放主体所接受，碳交易机制会因其易于明确总体

减排目标及其在跨国减排治理上的巨大潜力而更宜于被采用 ( Keohane，2009; 曾刚、
万志宏，2009) 。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对不同的排放主体实施不同的减排政策工具，
排放量较小的小公司和一般居民应该为化石能源消费支付碳税，而大的排放源则应成

为碳交易市场的行为主体 ( Marshall，1998) 。近年来，以丹麦、芬兰、荷兰、挪威等
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逐渐抛弃了初期方案中仅采用碳税和碳交易机制中一种机制的做

法，开始将二者结合起来实施复合型减排政策工具，即在开征碳税之后又加入 EU
ETS ( 石敏俊等，2013) 。其中，英国对参与碳交易市场的企业给予碳税减免的优惠
政策; 而在挪威，参与碳税政策的企业的碳排放占到总额的 68%，参与 EU ETS的企
业的碳排放则占到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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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碳交易的实施效果究竟怎样?

(一) 对二氧化碳的减排效果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产权手段对于气体排放污染控制应用的可行性就得到了
学者们的关注，人们普遍认为，基于科斯第一定理构建的污染排放权交易手段会对

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产生积极的作用 ( Crocker，1966 ) 。随着数理模型和计量工具
的不断发展，人们已不满足于对减排效果的理论分析，开始有目的地对碳交易机制

进行系统模拟。很多学者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 (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模型，从不同的分析角度对不同的考察对象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如
果碳交易市场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推广，将会有效降低世界各国的碳排放总量

( Burniaux et al. ，1992 ; Zhang and Wei，2010 ) 。如果分区域来看，Gottinger ( 1998 )
利用 CGE 模型模拟了碳交易制度对欧盟节能减排进程的影响，发现采用可拍卖的排
放许可证制度能实现温室气体净排放量的大幅减少，同时也间接验证了构建一个排

放权交易市场对于发达国家的必要性。Garbaccio 等 ( 1999 ) 利用动态 CGE 模型分
析了在以中国为例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碳交易主导的减排措施的情景，同样发现二氧

化碳排放量会因此大幅下降。此外，Zhang 等 ( 2016 ) 基于中国实施全国性碳交易
的情景进行模拟，结果显示在经济增速和环境保护的双重限制下，通过二氧化碳排

放权的省际交易，可以将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降低至 718456. 19 万吨，较原始情况降
低了 27. 27%。
但对于不同的产业部门来说，碳交易带来的减排效果会有很大不同。同样基于

CGE模型，孙睿等 ( 2014) 剖析了碳交易背景下碳价格对碳减排效果的直接和间接
影响，研究发现该机制有效促进了煤炭、重工业、电力和轻工业部门的碳减排，但其
他高排放部门如交通和建筑业的减排效果则未能受到显著影响。截至 2015 年 8 月底，
中国七省市试点地区累计交易地方配额 4024 万吨，累计拍卖配额约 1664 万吨，从现
有成绩来看，既有有利的一面，也面临较大的挑战 ( 潘家华，2016) 。
(二) 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效果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是否会对政策实施地区的经济发展增速带来负面影响，是人们

对于碳交易机制最大的疑惑，学术界对此问题的争论也一直持续至今。从国家宏观层
面来看，EU ETS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取得了不少成效，能够以更经济的方式实现
二氧化碳减排，极大地降低了欧盟国家的履约成本 ( 王璐犀，2012) 。如果将碳交易
与碳税两种机制相结合使用，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碳交易对经济发展的良性促进作

用减弱了单一碳税制度对 GDP的不利影响 ( 张健等，2009 ) ，尤其对发达国家来说
更是如此 ( Gottinger，1998) 。但在微观层面上，大量以 EU ETS 为考察对象的实证
研究结果却并不支持上述结论。以德国为例，Hoffmann ( 2007 ) 的研究聚焦到了电
力行业，发现 EU ETS 虽然驱动了一些小规模的投资，但对大规模投资的影响甚微。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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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r 和 Oberndorfer ( 2008) 考察了碳交易对德国企业经营状况和民众就业机会的
影响，发现碳交易影响企业收入和就业机会的论点并不成立。Abrell 等 ( 2011 ) 以
2000 家欧盟企业为例的研究，亦发现 EU ETS 不会对企业增加值、利润率和就业带
来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影响。对于这种理论与现实的不一致性，Benz 和 Trtück
( 2009) 认为，现行偏高的排放权价格对企业未来现金流施加了更紧的约束，极大
地削弱了碳交易对经济发展的良性促进作用。也有学者更侧重于研究碳交易机制对
不同部门的影响，如 Kara 等 ( 2008) 以 EU ETS 为例，发现发电行业会从碳交易市
场中获得巨额利润，而因此带来的电价上升会使钢铁行业和消费者成为最大的利益

受损者。对于能源密集型制造业，不同的细分行业会受到 EU ETS 带来的差异化影
响，给钢铁和水泥行业造成的成本影响甚至是造纸和炼油行业的 3 ～ 4 倍 ( Lund，
2007) 。但 Demailly 和 Quirion ( 2008 ) 和 Meleo ( 2014 ) 分别以钢铁企业和造纸企
业为例开展研究，结果显示 EU ETS 虽然会对企业竞争力带来不利影响，但影响程
度很小。
尽管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尚处区域试点阶段，但已有大量文献模拟了中国全面开

展碳交易对经济产出可能带来的影响 ( Dai et al. ，2011 ; 隗斌贤、揭筱纹，2012 ;
石敏俊等，2013 ; 俞业夔等，2014 ; Zhang，2015 ) 。也有部分文献从实证角度模拟
了开展碳交易的其他相关效果。崔连标等 ( 2013 ) 构建了一个省际排放权交易模
型，重点探讨了在实现各省减排目标的过程中碳交易机制的成本节约效应，结果显

示相比无碳交易情景，碳交易机制的存在使减排成本节约了约 23. 44%，且各参与
交易省份节约的减排成本各不相同。Cui 等 ( 2014 ) 基于减排成本函数进行模拟，
比较了仅实施试点和实施全国性碳交易的成本节约效应，发现两者分别能够节约

4. 50%和 23. 67%的减排成本。Hübler 等 ( 2014) 使用 CGE 模型模拟了实施碳交易
后履行哥本哈根承诺引致的 GDP损失，发现 GDP损失可以控制在 1%左右。这一结
果高于 Wang 和 Pan ( 2009 ) 的研究发现，后者的研究认为 GDP 损失仅会约为
0. 28%。
(三) 对碳生产率的提升效果

多数研究都是将碳生产率提升目标 ( 或碳强度降低目标) 作为一个既定目标，

进而分析该目标的实现需要付出怎样的政策成本 ( Cui et al. ，2014; Hüble et al. ，
2014) 。例如，周县华和范庆泉 ( 2016) 以中国行业层面数据为样本，依照各行业边
际减排成本相等的原则构建了多行业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随着碳强度降低目标的不断

提升，相应的碳交易政策会对社会福利、宏观经济和碳排放量带来何种影响; 并基于
全行业碳强度约束的减排方案，给出了在实现福利损失最小化时，各行业的最优减排

路径。类似研究的科学性在于能够基于多情景模拟，清晰展示出碳交易下的不同碳强
度降低目标会引致怎样的经济社会效果。
但是，类似研究疏于解决一个问题，即: 虽然既定的碳生产率提升目标均可以通

过碳交易得以实现，但究竟什么样的碳生产率提升目标在当前是合理可行的? 有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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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关注到这一薄弱之处，从碳交易就是为了实现二氧化碳影子价格均等这一内在本质

出发，估算当前国情背景下碳生产率的提升潜力 ( 或碳强度的降低潜力) 。如果把最
大幅度降低中国碳强度作为目标，并在保持全国 GDP总量不变的国情无约束情景下，
张成等 ( 2017) 发现在中国实行碳交易能使碳强度降低 20. 06%。如果不再施加对全
国 GDP总量的国情约束，并对各省份施加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现实约束，碳交易
能使碳强度降低 22. 20%，但全国 GDP 也会降低 2. 71%。类似地，Zhang 等 ( 2016 )
将碳交易引致的“波特假说”效应也引入分析中，并得到类似的结论，研究认为中
国实施全国性碳交易可以将碳强度降低 20% ～ 25%，而且该潜力还会随着 “波特假
说”效应的逐步释放而逐年上升。
(四) 对技术进步的激励效果

碳交易主要希望达到三个目的，一是促进节能减排，即使碳排放增速放缓; 二是

降低碳减排成本; 三是推动技术进步。其中，技术进步是产业碳强度降低的重要动力
来源 ( Lutz et al. ，2005; Wu et al. ，2005) 。碳交易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排放者的行
为，排放者会对发展节能减排技术的投资和购买排放配额的投资进行比较和决策，因

此如何构建价格机制以促进节能减排的技术进步是碳交易机制成功与否的关键 ( Orr，
1976) 。大部分学者认同碳交易可以推动企业使用、开发和创新绿色生产技术，从而
减少污染物排放的观点 ( Barreto and Kypreos，2004; Ｒogge et al. ，2011) 。但该问题也
始终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排放权应该如何有效分配。如果碳配额分配过
多，碳交易价格过低，就无法弥补节能减排技术投资，企业也就缺乏动力去降低碳排

放; 但碳价格过高会增加企业负担，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该行业技术的更新换代。部
分学者认为免费分配制度可以激励企业环境友好技术创新 ( Ｒequate，2005) ，但更多
学者通过计算和比较厂商采用节能减排新技术前后的利润，得出结论为，排放权拍卖

制度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最大，其次依次是排污税、排放权交易和污染排放标准机
制 ( Milliman and Prince，1992; Jung et al. ，1996) ，排放权免费分配制度反而会抑制
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力度 ( Borghesi et al. ，2015 ) 。事实上，碳交易是否会促进技术
进步并非这么简单，还要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厂商是排放权的购买者还是出售

者 ( Malueg，1989) 。当厂商是排放权的购买者时，环境政策对厂商节能减排技术进
步激励的大小顺序为: 排放权拍卖、排放权免费分配、排污税、污染排放标准; 当厂
商是排放权的出售者，并且节能减排技术进步使排放权价格下降足够小时，环境政策

对厂商节能减排技术进步激励的大小顺序为: 排放权拍卖、排污税、污染排放标准、
排放权免费分配 ( 李寿德等，2010) 。
尽管大量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证明了排放权交易对于技术进步的激励作用，但

现实似乎并不那么美好。涂正革和谌仁俊 ( 2015) 以在中国试点实行了数十年的二
氧化硫排放权交易为考察对象，试图研究中国的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否通过刺激技术

进步来实现 “波特效应”，结果并不乐观。研究发现该政策在短期内并未通过环境
技术效率的提升达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在长期也未出现 “波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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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原因主要来自于国内低效率的交易市场和整体较弱的环境规制。Yang 等
( 2016) 通过 2015 年 5 月至 11 月在七个碳交易试点进行在线问卷调查，发现国内
公司似乎并未对参与中国 2017 年即将实行的碳交易机制表现出令人期待的热情，
碳交易不能刺激公司升级减排技术。大多数公司将参与碳交易机制视作是改善与政
府的关系以及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的手段，而并不是一种成本有效的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的机制。

四、哪些因素影响了碳交易的实施效果?

(一) 碳交易定价的有效性

碳交易机制的核心是碳排放权定价 ( Convery and Ｒedmond，2007) 。碳排放权定
价主要指在市场中碳交易价格是如何形成的。最早研究碳排放权定价问题的学者是
Hahn ( 1984) ，他指出，完全竞争市场中的边际成本等于均衡价格，而垄断市场中的
边际成本与均衡价格将不再一致。之后，Stavins ( 1995) 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认为
碳交易市场中的排放权交易行为存在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会使得边际成本偏离市场价

格，出现新的市场均衡价格。
目前，学者们都希望能够系统全面地归纳出碳交易价格的影响因素。Montgomery

( 1972) 开创性地使用 CGE模型进行分析，认为碳交易价格由边际减排成本决定，为
该领域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很多学者通过相似的方法和前提假设条件，对不
同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到了相似的结论。Criqui等 ( 1999) 发现在一般
均衡条件下，全球边际减排成本曲线会影响能源价格水平和各国家的边际减排成本曲

线，并使用 CGE模型对该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Seifert 和 Wagner ( 2008 ) 建立动态
CGE模型考察了 EU ETS中的碳交易价格的影响因素，发现碳交易价格并不随季节因
素而变动。
此外，影子价格也是研究碳交易价格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影子价格体现了边际有

限资源的隐含价值，它代表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供求平衡约束了生产者的边际成本，

因此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决定市场均衡价格。只有当成本结构和排放水平的某些条件
成立时，平均影子价格才代表市场均衡价格 ( Liao et al. ，2009) 。研究证明，可以利
用污染投入的影子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分析定价问题，也可以从成本与收益的

关系中得到对碳交易价格的影响 ( Soest et al. ，2006) 。
也有学者尝试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探究碳交易价格的决定机制。由于碳交易价格是

一种市场均衡价格，因而可以认为它是由排放权买卖双方供求关系决定的，包括政治

风险、燃油价格、气候、GDP 和技术进步在内的五种因素都会影响供求关系，从而
间接影响排放权定价 ( Alberola et al. ，2008; 罗智霞，2014 ) 。对于中国碳交易市场
来说，目前地区试点的局面导致各省市之间交易平台相互独立，缺乏统一的市场定价

机制 ( Shan et al. ，2016) 。有学者认为其均衡价格受国际市场需求影响较大，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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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国际和国内碳交易需求的大幅度增加将推动中国碳交易价格的上

涨 ( 马艳艳等，2013) 。
(二) 碳交易交易成本的可控性

根据科斯定理，如果产权明晰、交易自由可以实现，并且不存在交易费用，那么
无论初始产权如何分配都不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此时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现
实当中交易市场上普遍存在着交易成本，过高的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交易市

场的健康发展。根据 Stavins ( 1995) 的研究，交易成本是市场中卖价与买价之间的
差价，正是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边际减排成本与市场交易价格不再相等，形成一个

新的成本效率均衡点。而且交易成本对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成交量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因为较高的交易成本对排放权的需求和供给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从而会抬高节能减

排的总成本。Malik ( 1992) 将市场交易手段与政府直接控制政策进行对比，发现以
排放权交易为代表的市场经济激励手段的执行成本较高，因此他认为排放权交易并

不是一种普遍适用的节能减排机制，选用何种政策手段需要对减排和执行成本进行

完整的评估。而 Bakam等 ( 2012) 表现得乐观一些，他通过纳入交易成本来评估农
业部门基于市场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工具的相对成本效益，发现排放权交易机制在

现实条件下要优于 “庇古税”和政府直接控制手段。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结
果，可以从其他学者的研究中找出答案。来自 1994 年洛杉矶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数
据表明，交易成本的作用会随着交易市场的逐渐成熟而减弱，碳交易市场的活跃程

度往往呈现一个递进的态势 ( Gangadharan，2000 ) 。Cason 和 Gangadharan ( 2003 )
对这其中的作用机理给出了解释，交易成本的确抬高了市场价格水平，当价格下降

到均衡价格时，交易成本接近于零，交易量会随之上升。只有当边际交易成本不变
时，排放权交易的高效率才会体现出来，此时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不会影响交易价格

和市场活跃程度。
国内学者对于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成本问题研究尚不成熟，大多数学者均认为

交易成本是中国建立碳交易市场时面临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构建有效的碳交易机制

必须以降低交易成本为基础 ( 胡民，2006; 赵海霞，2006) 。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
下，如果初始分配偏离了无交易成本下的均衡分布，污染控制的全部成本 ( 除去交

易成本本身) 将会超过最低成本的总成本 ( 徐瑾、万威武，2002 ) 。鉴于此林海平
( 2011) 从法律保障、制度设计、市场构建以及奖惩制度等方面给出了降低市场交易
成本的具体措施。
(三) 碳交易配额分配的合理性

作为一种市场型节能减排工具，碳交易配额的初始分配合理性是构建碳交易市场

时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会直接影响市场初期的有效性 ( Wrke et al. ，2010) 。目前
国际上常见的配额分配机制主要包括祖父原则、拍卖法、固定价格购买法以及混合式
分配法。其中，祖父原则也被称为免费发放的祖父原则，是 EU ETS 在第一、第二阶
段一直使用的配额分配方法，也是世界上最早诞生的分配方法。祖父原则的主要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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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可以降低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进入壁垒，刺激市场主体的参与积极性

( Gagelmann，2008) 。由于排放主体所获得的免费配额量是以其历史排放水平为基准
的，在满足生产单位排放需求的同时也会起到激励节能减排以出售剩余配额换取利

润的作用，使企业真正能够享受到市场的灵活性，避免碳交易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

响 ( Lee et al. ，2008 ; Cong and Wei，2010 ) 。由于具有上述优点，目前我国的碳交
易市场试点地区采用的也是祖父原则。但祖父原则的缺点同样明显: 出于对本国企
业发展的保护，目前 EU ETS 的各国家主体在分配配额时大多采取了宽松的标准，
这造成了交易市场不够活跃、碳交易价格长期处于低水平、节能减排作用不明显以
及资源配置严重扭曲的现状 ( Ellerman et al. ，2007 ; 熊灵、齐绍洲，2012 ) ; 基于
企业历史排放量来分配配额的方法可能会使致力于节能减排的企业的利益受损，打

击企业的减排积极性。特别是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使欧洲各国的能
源消耗大幅下降，这也导致了 EU ETS 第一、第二阶段所确定的配额总量明显过剩
( De Perthuis and Trotignon，2014) ，从而促使该体系在第三阶段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
进。中国逐渐步入集约型和质量型发展的 “经济新常态”，GDP 的增速放缓可能使
得根据历史排放量分配的配额出现严重过剩，来自中国水泥、火电、煤炭和钢铁行
业的证据显示，以这四类行业为主体的交易市场的碳交易价格会长期处于低水平状

态 ( Tan and Wang，2017 ; Xiong et al. ，2017 ; 刘楠峰等，2017 ) 。与之相比，拍卖
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祖父原则对市场公平的损害，目前主要在美国区域温室气体

减排行动 ( Ｒ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ＲGGI) 推行 ( Egenhofer，2007 ) 。拍
卖法通过拍卖发放配额的方式，可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更具优势的减排行

业，并有利于企业通过合理预期来实现更低成本的减排 ( Fowlie，2008 ) 。但不容忽
视的是，不同行业和企业的排放总量和减排潜力都存在较大差异，全行业的配额拍

卖可能会导致出现不公平的情况 ( 宣晓伟、张浩，2013 ) 。为了避免上述两种方法
对达成节能减排目标的影响，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后进主体国家又相继采用了固定价

格购买法和混合式配额分配法。澳大利亚政府自 2012 年实行碳固定价格，配额价
格保持年均增长 2. 5%以平衡通货膨胀率，并于 2015 年过渡至市场交易价格制度。
固定碳价格避免了市场建立初期碳价格的剧烈波动，有利于形成稳定的价格信号和

合理预期。新西兰政府采用了混合发放配额方式，其考虑了各行业间的差异，对于
不同的行业均制定了相应的分配方式和额度，试图引导各类资源流向减排贡献率较

高的行业。
与此同时，大量学者也试图设计出一种最适合研究对象的配额分配方法。

Klaassen等 ( 2005) 研究了单一竞标拍卖、瓦尔拉斯拍卖和双边有序交易这三种分
配方式，并发现这三种分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节省减排成本，但双边有序交

易会损害欧盟成员国的利益。Chang 等 ( 2016 ) 基于 Shapley 价值法设计了综合排
放配额解决方案，并通过中国区域间的排放交易估算经济福利效应，结果证明基于

Shapley价值的分配标准是平等且有效的，东部和南部沿海以及东北和黄河中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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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要的排放许可证购买者，而西南、西北、北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主要的
排放权卖家，这些区域由于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减排潜力而能够获得意外的经济

利益。
(四) 碳交易减排目标制定的科学性

减排目标的有效设定是排放控制与交易的前提 ( 张晓梅、庄贵阳，2015) 。短期
来看，企业的产出能力是固定的，总量控制原则和强度控制原则的污染控制效果是一

致的 ( Dewees，2001; Fischer，2001) ; 但从长期角度来看，企业产出能力存在变动
的可能，因此总量控制原则在长期情形下优于强度控制原则 ( Fischer et al. ，2003 ) 。
作为目前世界上两大较为成功的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 和美国二氧化硫排放权体
系均采用了总量交易机制 ( 曾刚、万志宏，2010) 。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
2020 年碳强度将比 2005 年下降 40%～ 45%，这可以视为一种减排强度目标的设定
( 张成等，2015) 。
关于总量目标设计，EU ETS 为了获得欧盟成员国的支持，将设定自身温室气

体减排责任总量的权力让渡于各成员国 ( Egenhofer，2007 ) ，结果导致温室气体总
配额超量，碳交易市场的需求严重不足，碳交易市场中交易配额的价格也因此下

跌，对体系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最终成为妨碍欧盟实现整体气候政策目

标的重要因素之一 ( 熊灵、齐绍洲，2012 ) 。2013 年后欧盟收回了总量设定的权
限，即 EU ETS 的目标设定方式变更为集中策略模式，欧盟委员会直接设置覆盖欧
盟范围的总量目标。
目前中国政府主要将哥本哈根承诺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今后中长期的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成为中国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开展节能减排的总体目标，即
碳强度减排目标 ( 陈占锋等，2013 ) 。由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在不同地区之间差异
较大 ( Ang and Zhang，1999) ，因此合理分配各省份的约束目标至关重要，尤其是
推动结构性减排，结合区域的主体功能区战略，适当考虑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牺牲的

短期经济利益 ( 钟小剑等，2017 ) 。对于不同的省份，减排潜力的差异是首先需要
考虑的问题，通过各省份的减排潜力进行测算 ( 史丹等，2008 ) ，得到各区域的碳
减排分解系数，按照省份对碳强度目标下降幅度进行分解，制定省级碳强度减排目

标 ( 张亚雄等，2011) 。以公平和发展为原则，Yi等 ( 2011) 构建了碳强度减排目标
分配的模型，使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各省份的碳强度目标进行分配。郑立群 ( 2012 )
以“2015 年使全国碳排放强度比 2010 年下降 17%”为整体碳减排目标，在总量固定
条件下，利用以投入为导向的零和收益 ( Zero Sum Gains-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ZSG-DEA) 模型进行碳减排目标分摊。Wang 等 ( 2013 ) 参考了 2010 年各省份能源
消费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以人均趋同的原则为约束条件，将碳排放配额问题视为

一种总量受控的资源配置问题，以效率优先为目标、人均公平为约束，将国家排放总
量分配给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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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展望

随着国际碳交易市场的逐渐成熟和中国碳交易市场启动时间点的临近，有关排放

权交易的研究会逐渐增多，研究方法也会逐步成熟。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可能会在以下
几个方向展开。
( 一) 重视碳交易可能产生的 “波特假说”效应。已有文献大都只分析了碳交易

的直接效果，然而碳交易的引入可能会对技术水平和技术效率等指标产生 “波特假
说”效应，但少有文献深入分析过碳交易的 “波特假说”效应，即使研究涉及了
“波特假说”效应，在设定这种影响的参数时也往往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学者们在
模拟和评估一项绿色经济政策的效果时，即使引入了内生技术进步，通常也只是在构

建知识资本市场中将技术进步水平设定为与技术学习及 Ｒ＆D 有关 ( Crassous et al. ，
2006; Wang，2009) ，因此低估了技术水平进步的复杂性，且并未考虑绿色经济政策
对技术无效率的改良效应。
( 二) 研究本土化特征对碳交易实施效果的影响。现有文献往往将碳交易的实施

效果归因为碳定价、交易成本、配额设置和目标设定等技术指标的影响，未能将碳交
易与实施国的本土化特征充分结合，进而未能系统解释碳交易实施效果产生较大差异

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碳交易的实施效果，不仅仅取决于碳定价等技术指标本身，
而且取决于实施国的本土化特征。差异化的实施国本土化特征往往导致同样的碳交易
机制会产生不同的实施效果。
( 三) 研究跨期交易情形下的存储与借贷问题。在跨期排放交易市场中，配额的

存储指的是当期的配额转移到未来去使用，而配额的借贷指的是未来的配额提前到当

下来使用。企业可以将减排配额以成本最低化为目标进行跨期转移，这样就能够很好
地应对不确定性因素所带来的配额价格风险。
( 四) 探讨跨国排放权交易的可行性与潜在成效。尽管欧盟国家主导的 EU ETS

本质上已经是一个跨国交易体系，但如果能够构建一个覆盖全球范围的排放权交易市

场，将不仅可以提高节能减排的有效性，还能提高执行严格减排目标的政治可行性

( Bhringer et al. ，2014) 。但是，全球总量的确定、各国配额的分配、总体目标和各
国之间的协调性等等都是学者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 五) 研究个人领域的排放权交易市场。目前企业一直是各国的碳交易市场的交

易主体，而个人排放权交易主要集中在个人消费领域。对家庭能源消费和个人交通方
式进行配额分配并允许个人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对于全社会的碳减排都是十分有必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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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A Ｒeview
SHI Dan1，ZHANG Cheng1，2，ZHOU Bo2，YANG Lu2

( 1.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As an abatement mechanism based on property rights and market trading，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is of importance to realize low-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which
has been recognized extensively around the world. After the early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pilots in seven provinces and cities，China started a national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market
in 2017. The authors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 and review the latest literature on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theory，the comparison to carbon tax mechanism，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mplementation effect. On this basi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refinement of the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tudies，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tudy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carbon trading market construction on energy-saving emission reduction and
sou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mechanism comparison; implementation effect;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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